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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构造了中国城市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并将中国机器人使用

的相关研究从劳动市场拓展至产品市场，定量分析了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对产品出口的影响及

其影响机制。本文采用“企业—产品—出口市场—时间”四个维度的微观数据，发现中国的城市工业

机器人渗透度提高 1%，企业内部产品在海外目的国市场的出口额增长了 0.112%，原因是城市工业

机器人渗透挤出了制造业企业低技能劳动者、吸纳了高技能劳动者，因此，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本升

级；并且，机器人使用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最终，企业可以通过“降价提量”的方式推动产品出口

额增长。控制“城市对—时间”固定效应和采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以上结论均稳健。进一步

分析，发现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低收入群体的冲击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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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①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

顶端的明珠”，机器人行业不仅是中国成为制造业强国道路上的代表性行业，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业走

向高端化和智能化进程中的关键性行业。2022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占全球 50% 以上，已经连续

十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同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总产量约 44.31 万台，同比增速超

21.07%。这些数据不仅展示了中国政府促进产业升级、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信心和决心，也代表着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的阶段性成就。

虽然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已经表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但学术界仍然对其在中国制造业生产和出口过程中的具体影响效果知之甚少。现有文献主要

研究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冲击（Graetz & Michaels，2018；Acemoglu & Restrepo，
2020；Faber，2020；王永钦、董文，2020；余玲铮等，2021）。其中，也有部分文献涉及了工业机器人使用

对出口额或出口质量的影响（蔡震坤、綦建红，2021；唐宜红、顾丽华，2022），但鲜有文献深入企业内部，

研究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企业内产品层面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再者，基于中国工业机器人对劳

动市场的影响研究主要从行业层面或者企业层面展开（孔高文等，2020；王永钦、董文，2020），仅有少数

文献从区域异质性视角考察中国机器人渗透对就业或环境的影响（蒋为等，2022；王林辉等，2023），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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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献并未从区域异质性视角考察机器人渗透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本文从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角度考察机器人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之所以选择城市

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作为研究视角，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其一，现有研究表明，自动化技术的

使用对不同地区劳动市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该地区的行业类型息息相关（Leigh & Kraft，
2017），因此，不同城市内机器人使用对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影响也会因地区内优势产业的不同而

存在显著差异，所以，从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视角，结合城市内产业优势考察机器人使用如何影响企

业的生产和出口行为，是十分必要的；其二，IFR 数据对行业分类相对宽泛，工业机器人行业层面的

变异数量较少，一种可行的方法是，以企业生产部门员工人数在制造业所有企业生产部门员工人数

占比的中位数为权重，将行业层面的机器人渗透度分解到企业层面。但由于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

量在 2010 年以后才呈现快速的上升趋势，加之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相关指标存在缺失，无法获得企业

内部员工的构成信息，所以，现有文献采用了上市公司数据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王永钦、董文，

2020）。然而，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数量远小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数量，样本数量损失较

多。如果以“城市—行业”层面的就业人数占该行业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为权重，将行业层面的机器

人使用数据分解到城市层面，那么，城市层面机器人渗透度的变异数量将大幅多于行业层面机器人

渗透度的变异数量，并且，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独特优势仍然可以被应用于相关研究。

此外，本文采用“企业—产品—出口市场—时间”层面的多维数据研究机器人渗透对中国制造

业产品出口的影响，将相关研究拓展至企业内产品层面。该拓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理论上，这是对 Melitz & Ottaviano（2008）、Bernard et al.（2011）、Mayer et al.（2014）等一系列

关于企业内产品出口行为理论研究的补充和佐证，该类研究将企业异质性理论拓展至企业内产品层

面，是企业异质性理论进一步推进和发展的重要标志。现实中，企业出口时，产品种类往往并不唯

一，仅从企业层面对该类问题进行研究，忽略了大部分企业多产品经营的特征事实，外界冲击对企业

层面的出口影响与企业内产品层面的出口影响可能出现结论不一致的情况（Gan et al.，2016；袁劲、

马双，2021），因此，有必要考虑企业对其内部产品的出口决策和调整行为，多产品企业出口问题也逐

渐成为国际贸易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Iacovone & Javorcik，2010；Bernard et al.，2010；钱学锋

等，2013；Eckel et al.，2015；Liu et al.，2019；刘啟仁等，2023）。同时，在企业出口某种产品时，出口目

的国也不一定是唯一的（Bernard et al.，2011；Mayer et al.，2014），企业内的扩展边际会随着产品种

类和出口目的国的变化而变化。多维数据能够观测到企业出口每类产品到每个国家的出口额、出

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在控制一系列高维固定效应和不同维度的控制变量之后，能够得到

排除产品种类转换和出口目的国转移后的回归结果，干净地识别出机器人使用对企业内产品出口到

各个国家的出口额、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影响。

与以往的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其一，本文深入企业内部，将机器人渗透对企

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拓展至企业内产品层面，该研究不仅体现在数据层面的拓展上，同时也是对企业内

产品异质性理论研究的补充和佐证，诠释了企业对其内部产品出口行为的调整。研究发现外界冲击对

企业层面的出口影响与企业内产品层面的出口影响可能出现结论不一致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企业

内产品层面的出口行为进行理论和实证上的研究和解读。其二，本文将机器人渗透的人力资本升级机

制和生产效率提升的微观影响机制同时纳入 Bernard et al.（2011）的多产品企业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

机器人渗透带来的企业内产品层面的出口决策变化，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拓展了机器人使用在国

际贸易领域的研究。其三，本文探讨了机器人渗透对企业内产品出口种类和出口国家等扩展边际的影

响，讨论了企业内出口产品种类的转化和市场的拓展行为；最后，现有文献主要从行业或企业层面研究

了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蔡震坤、綦建红，2021；唐宜红、顾丽华，2022），本文构造了城市

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指标，从区域异质性视角研究了中国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企业出口的影

响。由于不同城市内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产品市场的影响会因城市内优势产业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所以，从区域异质性视角考察机器人渗透如何影响企业的生产和出口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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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模型；第四部分为数据、变量和计量

模型；第五部分为基准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进一步分析，主要包括机制分析和异质性

分析；最后部分概述了本文的结论，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本文采用多维数据研究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如何影响企业产品出口，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

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类是工业机器人使用的影响研究，另一类是关于多产品企业出口的研究。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会对劳动市场造成较大影响，现有关于工业机器人的文献也主要集中于探

讨其对劳动市场的冲击。理论上，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可以通过人机替代、人机互补、就业结构再配

置、人力资本升级等方式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首先，城市工业机器人投入更多，可能对当地就业

产生“替代效应”，即工业机器人替代了部分劳动力，降低了企业对员工的需求，这种“替代效应”在劳

动力成本较高的发达经济体中更为明显（Acemoglu & Restrepo，2020），由于机器人相对于人力在一

些重复性较强的常规任务方面更具比较优势，而这些常规任务往往由中低技能的劳动力从事，因此，

城市工业机器人投入越多，该地区从事常规任务的劳动者和中低技能劳动者被替代的可能性越大

（Autor et al.，2003；闫雪凌等，2020；王永钦、董文，2020；余玲铮等，2021；周广肃等，2021）；其次，城

市工业机器人的投入可能对当地的就业产生“互补效应”，即城市工业机器人使用可能创造一部分与

之匹配的新岗位（Acemoglu & Restrepo，2017），比如，1980—2010 年间，美国近一半的就业增长源自

机器自动化生产（Acemoglu & Restrepo，2018）。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投入通常围绕新技术创造与

之匹配的新岗位，因此，这些岗位需要较高技能的劳动者与之匹配。现有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使用

对高级认知和社会互动的非常规任务具有互补性，这些具有高级认知和社会互动能力的劳动者通常

是高学历或高技能劳动者，因此，城市机器人渗透的“互补效应”可能对高技能劳动者的影响更大

（Autor et al.，2003；Acemoglu & Restrepo，2017；余玲铮等，2021）；再者，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提

高可能改变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就业结构，虽然工业机器人投入主要影响制造业部门的就业

情况，但被制造业部门挤出的部分劳动者可能流入服务业。现有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对劳动力向低

技能服务业转移的促进作用显著（Autor & Dorn，2013），来自中国的证据同样表明，工业机器人投入

使制造业部门就业概率下降，服务业部门就业概率上升，并且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低技能水平的劳

动力群体（赵春明等，2020），因此，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提高可能会使城市内部制造业部门流出

的劳动者流入服务业部门；最后，城市工业机器人投入可能通过提高城市内制造业劳动力的整体技

能水平，从而助推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具体而言，由于城市工业机器人使用更容易替代当地

低技能和低学历的劳动者（Borjas & Freeman，2019；孔高文等，2020），而对高技能和高学历劳动者的

就业有积极影响（Lordan & Neumark，2018），甚至为高技能和高学历劳动者创造了更多新的岗位

（Acemoglu & Restrepo，2018），因而有助于企业生产率水平提高（Graetz & Michaels，2018）。

通过上述研究不难发现，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可能有利于城市内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城

市工业机器人投入具有“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能够促使城市内就业结构进行再次配置，从而助

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具体而言，城市工业机器人投入的“替代效应”主要挤出了城市内制造业企业

低技能劳动者，“互补效应”则有利于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由于低技能劳动者被制造业挤出，所以服

务业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因此，服务业企业增加了低技能劳动者的雇佣，①最终，城市内部制造业企

业由于低技能劳动者流出、高技能劳动者流入，从而整体技能水平提高，企业人力资本升级，与此同

时，城市内部的服务业企业可能接纳了部分来自制造业企业的低技能劳动者。因此，城市工业机器

人渗透可以通过制造业企业技能结构的调整，促使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进而影响企业内产品出口。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第二类文献是关于多产品企业出口的研究。本文试图构造“企业—产品—出

①据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报道，2021 年，中国近四成新增的外卖骑手曾是制造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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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市场—时间”维度的数据考察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产品出口的影响，并检验其内在影响机制。

之所以将企业维度的数据拓展至“企业—产品—出口市场”维度，是因为多产品企业越来越受到国际

贸易领域的关注，经验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中多产品企业的出口占比远高于单一产品企业（Bernard 
et al.，2007；Berthou & Fontagné，2013），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额占比约 95%（钱学锋等，2013）。近年

来，大量文献在多产品企业框架下对企业异质性理论进行理论拓展和实证研究（Melitz & Ottaviano，
2008；Bernard et al.，2011），其中，既涉及生产成本、企业生产率、产品质量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

影响，也包括贸易自由化或贸易保护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Eckel & Neary，2010；Kugler & 
Verhoogen，2012；Manova & Zhang，2012；Hallak & Sivadasan，2013；Manova & Yu，2017；
Vandenbussche & Viegelahn，2018；袁劲、刘啟仁，2023）。然而，却鲜有文献探讨机器人使用对企业

出口的影响，尤其是对多产品企业出口的影响。如果要深入企业内部，对多产品企业产品层面的出

口行为进行研究，就需要将数据维度扩展至“企业—产品”维度。考虑到企业出口某种产品时，出口

国家并不唯一（Bernard et al.，2011；Mayer et al.，2014），本文将数据扩展至“企业—产品—出口市场”

维度，检验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如何影响企业人力资本和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对企业内产品的定

价决策和出口行为产生影响。

三、理论模型

本文基于 Bernard et al.（2011）的多产品企业分析框架探究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制造业企业的

定价决策和出口行为的影响。如前文所述，机器人渗透抑制了低技能劳动者就业，促进了高技能劳

动者就业，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本升级；与此同时，制造业企业机器人使用还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

率。人力资本升级和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均会对企业内产品定价决策和出口行为产生影响。

假设产品市场的产品种类为 k，k 是某类位于区间［0， 1］上的连续型产品。出口目的国 d 的消费

者总效用函数为：

U d = ( )∫
0

1

E υ
dk dω

1
υ

， 0 < υ < 1 （1）

式（1）中，k 为某连续型产品的生产部门，不同连续型产品部门间的替代弹性为 1/（1-υ）>1，连
续型产品部门 k 为一系列具有水平差异的产品。Edk为出口目的国 d 中连续型产品 k 的消费指数，其

大小取决于目的国 d 消费者对产品 k 的消费量；Ud为国家 d 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其大小取决于消费者

购买各类产品的数量；并且，消费者购买的产品种类越多，效用水平也越高。

消费指数 Edk为标准的常系数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消费函数：

Edk =ì
í
î

ü
ý
þ

∑
c
∫ω∈Ω

[ ]λcdk( )ω Ccdk( )ω
ρ
dω

1
ρ

， 0 < ρ < 1 （2）

其中，w 表示在连续型产品部门 k 中，从城市 c 出口到目的国 d 的具有水平差异的产品类型，Ω 为

部门内异质性产品种类的集合，参数 λcdk （w）表示产品特性，该值大于等于 0。假设异质性产品间的

替代弹性为 σ，且有：

σ ≡ 1
1 - ρ

> 1
1 - υ

（3）

由于式（2）采用的是 CES 消费函数，因此，国家 d 产品部门 k的价格指数为：

Pdk =
ì
í
î

ïï

ïïïï

ü
ý
þ

ïïïï

ïïïï
∑

c
∫ω∈Ω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pcdk( )ω

λcdk( )ω

1-σ

dω

1
1-σ

（4）

—— 28



袁劲等：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与中国制造业出口

假设企业 j可以生产不同种类的产品，劳动 l和资本 m 是企业投入的生产要素，劳动生产率为 φl，资

本生产率为 φm，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 Aj，生产函数为科布-道格拉斯函数（Cobb‑Douglas function）：

qcdk = A j( )φl l
α( )φm m

β
（5）

式（5）中，qcdk为产品产量。企业的生产决策取决于劳动生产率 φl、资本生产率 φm、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 Aj和产品特性 λcdk （w），α 和 β 表示劳动和资本的贡献率，假设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即 α+β=1。
劳动生产率 φl、资本生产率 φm、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Aj越高，一单位要素投入的单位产出越高；产品特

性 λcdk （w）取值越大的产品，越受消费者喜爱，消费者消费一单位该产品获得的效用水平越高，消费

者愿意为此支付的价格也越高。产品特性 λcdk （w）都是被随机“分配”的，企业进入市场后方可观测

到产品特性。城市 c出口一单位产品到国家 d 的“冰山成本”为 τcd。

进一步考虑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 r 对企业生产和出口决策的影响。首先，城市工业机器人渗

透度 r 上升，必然会促进企业生产效率 Aj提高，并且，对于企业内部的决策行为来说，城市层面的工

业机器人渗透程度是一种相对外生的冲击，于是有：

A j = A j( )rc ，
∂A j

∂rc
≥ 0 （6）

式（6）中，rc表示城市 c 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该式将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引

入企业的生产行为中，虽然企业层面的机器人投入量是企业生产行为内生决定的，但城市层面的机

器人渗透度，相对于企业生产行为而言，是相对外生的影响因素，该式表明，城市内的机器人渗透度

越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

其次，机器人渗透抑制了城市内制造业企业低技能劳动者就业，促进了高技能劳动者就业，制造

业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该过程具体可以表示为：

φl = θu( )rc φu + θh( )rc φh，
∂θu

∂rc
≤ 0，    

∂θh

∂rc
≥ 0 （7）

式（7）中，θu 和 θh 分别表示企业低技能劳动和高技能劳动占总雇佣人数的比重，φu 和 φh 分别表

示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的劳动生产率，低技能劳动的劳动生产率小于高技能劳动的劳动生产率，

即 φu<φh。该式表明，随着机器人渗透度提高，企业低技能劳动流出、高技能劳动流入，低技能劳动

占比 θu下降，高技能劳动占比 θh提高。

通过对式（2）进行效用最大化求解，可以推导城市 c出口产品 k到国家 d 的需求函数：

qcdk = Q dk

λcdk ( )pcdk

λcdk Pdk

-σ

（8）

式（8）中， pcdk和 qcdk分别表示城市 c 出口产品 k 到国家 d 的产品价格和数量，Qdk表示国家 d 对产

品 k的总需求。

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对出口产品 k进行定价，根据式（5），可得企业出口的最优定价为：

pcdk = τcd

αα β β
× w α

c ηβ
c

ρA j φα
l φβ

m

= τcd

αα β β
× w α

c ηβ
c

ρA j( )rc [ ]θu( )rc φu + θh( )rc φh

α
φβ

m

（9）

式（9）中，wc表示城市 c 内部工资水平，由于本文不考虑劳动的跨区域流动，所以，本文将城市内

工资率水平固定，ηc表示资本价格。此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Aj越高，高技能劳动占比 θh越高、低技

能劳动占比 θu越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φl越高），企业对产品的定价越低，企业更容易将产品出口至

其他国家。“冰山成本”τcd越大，企业对产品的定价越高。

最后，出口目的国 d 的总收入水平为该国工资水平和劳动力人数 Ld之积，即 wdLd，通过需求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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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8）和企业最优定价式（9）可以得到城市 c 的企业将产品 k 出口到国家 d 时，能够获得的均衡收入，

即产品的出口额为：

Rcdk = w d Ld

é

ë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
ú
úαα β β

τcd
×

ρA j( )rc [ ]θu( )rc φu + θh( )rc φh

α
φβ

m Pd λcdk

w α
c ηβ

c

σ-1

（10）

由于式（10）中 σ=1/（1-ρ）>1，因此，当城市 c 的企业 j将产品 k 出口到国家 d 时，产品的出口额

会受到城市机器人渗透程度 rc的影响。当机器人渗透程度 rc提高时，根据式（6）和式（7），企业的生产

效率 Aj会随之提升，劳动生产率 φl也会随之提升（因为 θu减小，θh增加且 φu<φh），最终导致城市 c 的
企业 j将产品 k出口到国家 d 时，产品的出口额增长。于是有：

命题 1：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时，企业内产品在目的国市场的出口额增长。

进一步对式（8）和式（9）进行分析可知，当机器人渗透程度 rc提高时，随着企业生产效率 Aj和劳

动生产率水平 φl的上升，城市 c 的企业 j在国家 d 对产品 k 的定价会降低，即式（9）中 pcdk下降，与此同

时，式（8）中城市 c 的企业 j 将产品 k 出口到国家 d 的产品出口数量 qcdk会随着 pcdk的下降而上升，也就

是说，企业内产品在目的国市场出口额增长的方式是“降价提量”，企业通过价格竞争的方式推动了

出口额的增长。于是有：

命题 2：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时，企业通过“降价提量”的方式助推企业内产品在目的国市

场出口额的增长。

四、数据、变量与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6—2013 年 IFR 的机器人应用统计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

进出口数据以及 2000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其中，IFR 提供了每年各个国家不同行业的机器人使用

数量；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记录了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财务状况，例如企业名称、电话号码、邮政编码、企

业所在地区、企业资产、负债、利润、成立年限、雇佣人数、企业性质等；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列示了企

业出口 HS8 位编码产品层面的月度信息，具体包括企业出口国家、出口方式、出口金额、出口数量、运

输方式等。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就业情况；除此之外，本文的部分控制变

量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 Penn World Table （PWT9.0）。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统计了中国城市层面

的宏观经济指标，比如城市人口、GDP 总量、最低工资水平等；Penn World Table（PWT9.0）统计了各

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比如各国人口、GDP 总量、国家间的实际有效汇率等。

本文首先剔除了 2006—2013 年月度海关进出口数据中的进口部分，然后将 HS8 位产品编码的

月度出口数据加总至年度层面，并将 HS8 位产品编码归类并加总到 HS6 位编码产品层面。①接着，

参照聂辉华等（2012）的方法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处理，并参照余淼杰和袁东（2016）的方法将处

理过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按照企业名称、邮政编码以及电话号码等企业基本信息与海关数据中的相关

信息进行匹配。最后，本文利用 IFR 行业层面的机器人应用统计数据和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城

市—行业”层面的就业人数计算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并将城市层面的机器人渗透度、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中宏观数据、Penn World Table 中各国宏观经济指标与上述匹配数据进行合并。

（二）变量测度与统计

本文基于 2006—2013 年“企业—产品—出口市场—时间”四个维度的微观数据，研究中国城市

工业机器人使用如何影响产品出口。由于 2006 年之前，中国大多数企业未投入工业机器人，IFR 统

计的中国各行业工业机器人存量均为零，所以，本文的样本起始时间为 2006 年。本文首先构建行业

①本文使用的海关进出口数据涉及 2002 年、2007 年和 2012 年三个版本，需要将其统一转化为 1996 年版本。由于

版本转化对应表是 HS6 位码层面，所以本文将 HS8 位码数据归并至 HS6 位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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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渗透指数（industry robot permeability，IRP）：

IRPit = Rit Li，t=2000

其中，IRPit 表示 t 年 i 行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Rit 表示 t 年 i 行业机器人存量，Li，t=2000 表示基期

（2000 年）i行业就业人数。

利用行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构造城市层面工业机器人渗透度（city robot permeability，CRP），

具体方法是：首先，将行业层面机器人渗透度分解到“城市—行业”层面，权重是基期（2000 年）“城

市—行业”层面的就业人数占全国该行业的就业人数之比；然后，将城市内所有行业的“城市—行业”

层面机器人渗透度加总至城市层面，得到逐年每个城市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即有：

CRPct = ∑i=1
N [ ]IRPit × ( )Lci，t=2000 Li，t=2000

其中，CRPct表示 t 年 c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Lci，t=2000表示基期（2000 年）c 城市中 i 行业的就业

人数。本文同时考虑城市的特点或比较优势和经济变量的冲击，参照 Edmonds et al.（2010），

Topalova（2010），Autor et al.（2013），Kovak（2013），Bombardini & Li（2020）等的方法，构建城市工业

机器人渗透指标，该指标具有重要的经济含义，如前文所述，自动化技术的使用对不同地区劳动市场

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该地区的行业类型息息相关（Leigh & Kraft，2017），因此，不同城市内工

业机器人使用对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影响也会因地区内优势行业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该指

标同时考虑了城市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工业机器人的冲击，城市内的产业结构不同，机器人的使用效

果则不同，具体而言，本文将某个城市某个行业基期就业人数占该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Lci，t /Li，t视

为该城市的行业比较优势程度指标，城市中该行业基期就业人数占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越大，说

明城市中该行业更具先天比较优势。进一步地，如果该行业的机器人渗透度 IRPit越高，那么机器人

使用对该行业的冲击必然越大。比如，汽车行业是某城市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果汽车行业的工

业机器人投入越多，那么，意味着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汽车行业的冲击越大，如果汽车行业恰好是某

一城市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那么工业机器人渗透对这一城市的赋能效果更加明显，该城市也更加

能够利用机器人发挥其比较优势。所以，该指标的构建同时考虑了两个重要的特征：其一，城市本身

具有的比较优势；其二，工业机器人使用的外生冲击。

图 1　中国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与出口额

2010 年之前，中国工业机器人使用量增长较慢；但在 2010 年之后，中国工业机器人使用量迅速

上升，其中， 2016 年，每万名就业人员中，机器人使用量已超过 2 台。图 1 描述了 2006—2016 年中国

各个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的均值（标准化）与中国各个城市出口额均值（标准化）之间的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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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发现，中国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越高，城市出口额也越大。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产品—出口市场—时间”四个维度的产品出口额、出口价格以及出

口数量，海关数据直接记录了历年每家企业出口各类产品至不同国家的出口额和出口数量，产品出

口价格用出口额除以出口数量得到。本文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包括企业所在城市 GDP 和总人

口，出口市场国的 GDP、总人口、双边实际汇率和进口依存度（进口额/GDP），出口企业的资产、负

债、利润、成立年限以及企业性质等。本文城市和出口目的国的 GDP、总人口以及出口企业的资产、

负债、利润等变量采用对数形式，对以比值形式构成的变量和企业年限等变量未进行对数化处理。

表 1 列示了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lne
lnp
lnq

lncrp
lncitygdp
lncitypop
lndengdp
lndenpop

import
xr

lnasset
lnliability

lnprofit
age

ownership

含义和单位

产品出口额（美元）取对数

产品数量取对数

产品价格（美元）取对数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取对数

城市 GDP（亿元）取对数

城市总人口（万人）取对数

出口市场 GDP（亿美元）取对数

出口市场总人口（万人）取对数

进口依存度

双边实际汇率

企业资产（万元）取对数

企业负债（万元）取对数

企业利润（万元）取对数

企业生存年限（年）

企业性质

观测值

9576127
9485698
9485699
9014760
9010424
9012646
8847776
9091585
8847776
6722570
9505753
9494975
7764321
9511390
9576127

均值

11.3191
2.2131
7.4775

-10.8319
8.2594
6.2484

13.7284
14.5404
0.4448

610.6974
11.4002
10.6678
8.0343

10.6507
0.5916

最大值

23.5117
20.1039
24.0542

-7.0214
9.9805
8.1192

16.6051
20.9395
8.4487

31900.0000
19.4374
18.7698
18.7228
64.0000
1.0000

最小值

0.0000
-11.4543

0.0000
-14.1062

3.1570
2.7979
4.4266
2.7978
0.0425
0.2688
0.0000
0.0000

-0.5806
0.0000
0.0000

中值

11.2538
1.8395
7.7169

-10.9132
8.2850
6.3568

13.7264
16.8657
0.3195
3.4375

11.1429
10.4668
8.0570
9.0000
1.0000

方差

2.5822
2.2377
3.3282
0.9669
0.9085
0.6191
1.5707
5.0872
0.4646

2601.0230
1.7508
1.8928
2.6045
6.7165
0.4915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 Penn World Table（PWT9.0）。

企业生存年限统计时剔除了 1949 年前成立的样本，企业性质分为 1 和 0，1 表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中国港澳台投资企

业，否则为 0。

（三）计量模型

本文以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对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企业—产品—出口市场—时间”四

个维度的产品出口额、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城市层面工业机器人使用

对企业内不同类型产品出口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 Yjkdt表示 t年企业 j出口产品 k 至目的国 d 的出口

额、出口价格或出口数量，反映了“企业—产品—出口市场—时间”四个维度的特征。为了精准识别

城市机器人渗透对企业内产品出口行为的影响，本文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产品—出口市

场”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在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中，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城市—时间”变量、“出口市

场—时间”变量和“企业—时间”变量。从而排除了各个维度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构建

如下计量模型检验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对产品出口行为的影响：

lnY jkdt = β0 + β1 lncrpct + Xct + Xdt + Xjt + μjkd + μt + εjkdt （11）

其中，Yjkdt 表示 t年企业 j在出口产品 k 到目的国 d 的出口额、出口价格或出口数量，crpct表示 t年
城市 c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Xct、Xdt、Xjt分别表示控制了 t年城市 c的 GDP 和总人口等“城市—时间”

变量，t年出口目的国市场 d 的 GDP、总人口、进口依存度、双边实际汇率等“出口市场—时间”变量，t
年企业 j的资产、负债、利润、成立年限等“企业—时间”变量。μjkd是“企业—产品—出口市场”固定效

应，μt是时间固定效应，εjkdt为随机误差项。根据命题 1，当出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估计系数 β1的估

计系数为正，因为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时，产品出口额增长；根据命题 2，当出口价格作为被解

释变量时，估计系数 β1的估计系数为负，当出口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估计系数 β1的估计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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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时，企业通过采取“降价提量”的方式参与出口竞争。

对以上基础模型进行回归后，本文进一步探讨采用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进行回归时可能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虽然本文控制了城市 GDP 水平和人口，但其他未被捕捉到的城市层面随时间变化

的因素可能同时影响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和企业出口，比如地方财政政策和经济不确定性等，这

些城市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宏观因素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由于本文的核心变量工业机器人渗透

度是城市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所以无法直接控制“城市—时间”固定效应，但为了削弱遗漏这些不可

观测的宏观因素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在式（11）的基础上控制“城市对—时间”固定效应，

构建以下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lnY jkdt = β0 + β1 lncrpct + Xct + Xdt + Xjt + λpt + μjkd + μt + εjkdt （12）

式（12）在式（11）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对—时间”固定效应 λpt。Dube et al.（2010） 认为，

相邻地区的经济条件环境往往比较接近，虽然不能直接控制城市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但通过控

制城市对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遗漏了观测不到的城市随时间变化的宏观因

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除此之外，如前文所述，城市层面的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很可能与产业结构以及产业政策存在

较强的相关关系，并且，出口行为也可能对工业机器人投入产生影响，当城市内受工业机器人影响的

行业出口增加或者减少时，该地区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也会随之提高或下降，这些情况可能都会成

为内生性问题的来源。本文借鉴 Borusyak et al.（2022）和 Imbert et al.（2022）对 shift‑share 工具变量

（Bartik IV）的构造方法，采用德国各行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作为中国相应行业的工业机器人应

用数据的工具变量，从而拟合出中国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之所以选择德国各行业相应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情况作为工具变量，是因为德国与中国同为制造业大

国，且两国产业结果有一定的可比性：德国是汽车制造大国，在汽车行业机器人的应用量较大，而中

国工业机器人应用增长最快的行业也是汽车制造业。以下计量模型是采用工具变量的回归方程：

lnY jkdt = β0 + β1 ln crp
ct

+ Xct + Xdt + Xjt + μjkd + μt + εjkdt （13）

式（13）中，crp
ct
是采用德国各行业机器人使用量计算出的中国城市层面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即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中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拟合值。

五、基准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利用式（11）检验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lncrp）对产品出口额（lnamount）的影响，表 2 是对

命题 1 的检验结果。表 2 中列（1）控制了“企业—产品—出口市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但未加

入任何控制变量；列（2）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了城市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列（3）在列（2）的基础

上加入了出口市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列（4）则进一步加入了企业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各变

量的含义与表 1 保持一致，表 2 回归结果均聚类到企业层面。结果显示，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每

增加 1%，企业的产品出口额显著增长了约 0.112%。逐步加入各类控制变量后，结果仍然显著为正，

说明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时，企业内产品在目的国市场的出口额显著增长，命题 1 成立。

表 2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出口额的影响

lncrp

City Controls

0.1116***

（0.0252）
否

0.1116***

（0.0252）
是

0.0550**

（0.0247）
是

0.0646**

（0.0286）
是

变量
（1）

lnamount
（2）

lnamount
（3）

lnamount
（4）

ln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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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Controls
Firm Controls

FPD Effect
Time Effect

N
R2

否

否

是

是

6199712
0.8671

否

否

是

是

6194239
0.8671

是

否

是

是

4562699
0.8742

是

是

是

是

3375802
0.8788

续表 2

变量
（1）

lnamount
（2）

lnamount
（3）

lnamount
（4）

lnamount

注：表中 FPD Effect 表示“企业—产品—出口市场”固定效应，Time Effect 表示时间效应，N 代表观测值个数。下

表中符号和标注的含义与此一致。

根据命题 2，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时，企业通过“降价提量”的方式助推企业内产品在目的

国市场出口额的增长。表 3 是将产品出口价格（lnp）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采用的计量模型为

式（11）。表 3 中列（1）的结果显示，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提高 1%，企业的产品出口价格显著降

低了约 0.050%。列（2）—（4）进一步控制城市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出口市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

变量以及企业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后，出口产品价格分别下降了约 0.050%、0.072%、0.064%，结

果较为稳健。所以，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时，企业内产品出口价格显著降低了。

表 3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出口价格的影响

变量

lncrp

City Controls
Destination Controls

Firm Controls
FPD Effect
Time Effect

N
R2

（1）
lnp

-0.0504**

（0.0221）
否

否

否

是

是

6140770
0.9538

（2）
lnp

-0.0501**

（0.0222）
是

否

否

是

是

6135300
0.9538

（3）
lnp

-0.0717***

（0.0217）
是

是

否

是

是

4522965
0.9578

（4）
lnp

-0.0636**

（0.0252）
是

是

是

是

是

3344503
0.9584

注：表中 City Controls、Destination Controls、Firm Controls 分别表示城市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出口市场随时

间变化的控制变量、企业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具体参见本文第四部分），FPD Effect 表示“企业—产品—出口市

场”固定效应，Time Effect 表示时间效应。下表中符号和标注的含义与此一致。

表 4 是将产品出口数量（lnq）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列（1）的结果显示，城市工业机器人

渗透程度每增加 1%，企业的产品出口数量增长约 0.125%。列（2）—（4）进一步控制其他随时间变

化的因素后，结果依然稳健。所以，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时，企业内产品出口数量显著增

长。表 3 和表 4 的结果说明，企业通过“降价提量”的方式推动了企业内产品在目的国市场出口额

的增长，命题 2 成立。进一步分析可知，机器人渗透的“数量效应”大于“价格效应”，即城市工业机

器人渗透通过“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对企业内产品的出口额产生了影响，“价格效应”降低了出

口额，“数量效应”增加了出口额，但“数量效应”大于“价格效应”，最终，产品整体出口额增加。

表 4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出口数量的影响

lncrp

City Controls

0.1253***

（0.0311）
否

0.1245***

（0.0311）
是

0.1118***

（0.0311）
是

0.1093***

（0.0363）
是

变量
（1）

lnq
（2）

lnq
（3）

lnq
（4）

l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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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Controls
Firm Controls

FPD Effect
Time Effect

N
R2

否

否

是

是

6140770
0.8836

否

否

是

是

6135300
0.8836

是

否

是

是

4522965
0.8884

是

是

是

是

3344503
0.8911

续表 4

变量
（1）

lnq
（2）

lnq
（3）

lnq
（4）

lnq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第四部分的计量模型设计中讨论了采用式（11）回归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相应的

解决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式（11）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城市对—时间”固定效应，从而减缓由于

遗漏观测不到的城市随时间变化的宏观因素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即采用式（12）进行估计。

表 5 列示了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产品出口额（lnamount）的影响，该表中每列的结果均在表 2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城市对—时间”固定效应。不难发现，控制“城市对—时间”固定效应后的回

归结果与表 2 基本一致，只是系数值略高于表 2，即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每增加 1%，企业的产品

出口额显著增长了约 0.134%，命题 1 结论稳健。

表 5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出口额的影响（控制“城市对—时间”固定效应）

变量

lncrp

Citypair Time Effect
City Controls

Destination Controls
Firm Controls

FPD Effect
Time Effect

N
R2

（1）
lnamount
0.1341***

（0.0260）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6199349
0.8672

（2）
lnamount
0.1329***

（0.0262）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6193876
0.8672

（3）
lnamount
0.0660**

（0.0260）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4562347
0.8743

（4）
lnamount
0.0696**

（0.0299）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375518
0.8789

注：表 5 和表 6 中 Citypair Time Effect 表示“城市对—时间”固定效应。

表 6 列示了进一步加入了“城市对—时间”固定效应后，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产品出口价格

（lnp）和出口数量（lnq）的影响，即采用式（12）的估计结果，列（1）和列（5）的结果说明城市工业机器人

渗透程度每增加 1%，企业的产品出口价格显著下降了约 0.080%，出口数量显著增长了约 0.171%，

列（2）（3）（4）（6）（7）（8）分别在列（1）和列（5）的基础上加入了城市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出口市场

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以及企业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命题 2 的结论依然稳健。

表 6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出口价格和数量的影响（控制“城市对—时间”固定效应）

lncrp

Citypair Time 
Effect

City Controls
Destination 

Controls
Firm Controls

-0.0800***

（0.0203）

是

否

否

否

-0.0778***

（0.0203）

是

是

否

否

-0.1092***

（0.0178）

是

是

是

否

-0.1183***

（0.0179）

是

是

是

是

0.1710***

（0.0282）

是

否

否

否

0.1668***

（0.0283）

是

是

否

否

0.1561***

（0.0272）

是

是

是

否

0.1638***

（0.0296）

是

是

是

是

变量
（1）

lnp
（2）

lnp
（3）

lnp
（4）

lnp
（5）

lnq
（6）

lnq
（7）

lnq
（8）

l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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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D Effect
Time Effect

N
R2

是

是

6140407
0.9540

是

是

6134937
0.9539

是

是

4522614
0.9580

是

是

3344219
0.9587

是

是

6140407
0.8837

是

是

6134937
0.8837

是

是

4522614
0.8885

是

是

3344219
0.8913

续表 6

变量
（1）

lnp
（2）

lnp
（3）

lnp
（4）

lnp
（5）

lnq
（6）

lnq
（7）

lnq
（8）

lnq

本文第四部分的计量模型中探讨了由于产业政策以及潜在可能的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并提出了第二种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方法：采用德国各行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作为中国相应行业

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的工具变量，从而拟合出中国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进行回归，即采用式（13）进行检验。

表 7 是式（13）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是产品出口额（lnamount），在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

检验的过程中，Anderson LM 统计量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即本文的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之间有较强的相关

性，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增加 1%，企业的产品出口额增长了约 0.120%，采用工

具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支撑了前文的结论。

表 7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出口额的影响（IV 估计）

变量

lncrp

City Controls
Destination Controls

Firm Controls
FPD Effect
Time Effect

N

（1）
lnamount

0.1200***

（0.0404）
否

否

否

是

是

6199712

（2）
lnamount

0.0912**

（0.0402）
是

否

否

是

是

6194239

（3）
lnamount

0.1391***

（0.0421）
是

是

否

是

是

6047139

（4）
lnamount

0.1451***

（0.0421）
是

是

是

是

是

6034578

注：列（3）和（4）未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实际汇率水平 xr 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中，原因是此处采用的是德

国机器人使用量，所以未控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汇率水平。

表 8 中列（1）—（4）的被解释变量是产品出口价格（lnp），列（5）—（8）的被解释变量是产品出口数

量（lnq），与表 7 一致，表 8 也是采用式（12）的回归结果，Anderson LM 统计量和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分别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列（1）（5）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工业机

器人渗透程度增加 1%，企业的产品出口价格下降了约 0.112%，但出口数量上升了约 0.274%，与之

前的结果比较，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的系数绝对值稍大于基准回归的系数绝对值。列（2）（3）（4）
（6）（7）（8）中进一步控制城市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出口市场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以及企业随

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

表 8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出口价格和数量的影响（IV 估计）

lncrp

City Controls
Destination 

Controls
Firm 

Controls

-0.1118***

（0.0208）
否

否

否

-0.1702***

（0.0207）
是

否

否

-0.1417***

（0.0217）
是

是

否

-0.0781***

（0.0233）
是

是

是

0.2736***

（0.0491）
否

否

否

0.3048***

（0.0489）
是

否

否

0.3104***

（0.0512）
是

是

否

0.1932***

（0.0544）
是

是

是

变量
（1）

lnp
（2）

lnp
（3）

lnp
（4）

lnp
（5）

lnq
（6）

lnq
（7）

lnq
（8）

l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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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D Effect
Time Effect

N

是

是

6140770

是

是

6135300

是

是

5989598

是

是

4622079

是

是

6140770

是

是

6135300

是

是

5989598

是

是

4622079

续表 8

变量
（1）

lnp
（2）

lnp
（3）

lnp
（4）

lnp
（5）

lnq
（6）

lnq
（7）

lnq
（8）

lnq

为了得到更为稳健的结果，本文追踪利用进口工业机器人数据研究企业层面机器人使用情况的

文献，中国工业机器人投入超过 70% 来源于进口，因此，制造业企业工业机器人进口数据能够较好

地识别制造业企业工业机器人的真实投入情况（Fan et al.，2021；蔡震坤、綦建红，2021；林熙等，

2023）。结果发现，采用企业层面的机器人进口数据的实证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的基本结论。①

最后，本文以欧盟各行业工业机器人使用量作为中国相应行业的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的工具变

量，拟合出中国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依然稳健。②

六、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分析

本文理论模型构建中，主要将机器人渗透的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和生产效率提升效应作为企业内

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机制，即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挤出了城市内制造业企业低技能劳动者，但有利

于高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由于制造业企业低技能劳动者流出、高技能劳动者流入，企业人力资本升

级，与此同时，城市机器人使用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本文将对机器人渗透的人力资本

升级效应和生产效率提升效应进行检验。

本文首先检验机器人渗透的人力资本升级效应。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

据无法观测企业的雇佣结构，因此，本文将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上市 A 股公司数据③进行匹配，研究企业技能结构的改变。

表 9 是机器人渗透对制造业企业技能劳动结构影响的估计结果，本文将技能劳动分为高技能

劳动和低技能劳动，高技能劳动包括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低技能劳动分为高中生或专科生以及

高中以下学历劳动者。表 9 中列（1）—（4）是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制造业企业高技能劳动力雇

佣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是企业雇佣的高技能劳动人数的对数值，其中，列（1）（2）是城市工业机器

人渗透对企业硕士研究生（master）雇佣人数的影响，列（3）（4）是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企业本科

生（bachelor）雇佣人数的影响，列（1）（3）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列（2）（4）进一步控制

了城市层面和企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结果均显示，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提高有利于城

市内高技能劳动者进入制造业企业。表 9 中列（5）—（8）是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制造业企业低

技能劳动力雇佣的影响，被解释变量是企业雇佣的低技能劳动人数的对数值，其中，列（5）（6）是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企业高中生或专科生（junior）雇佣人数的影响，列（7）（8）是城市工业机器

人渗透对企业高中以下学历（under）雇佣人数的影响，列（5）（7）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效

应，列（6）（8）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层面和企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城市工业机

器人渗透提高挤出了城市内制造业企业低技能劳动者中的高中生或专科生，从而制造业低技能

劳动者就业减少。最终，城市内制造业企业低技能劳动者的流出和高技能劳动者的流入，导致制

①②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③本文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虽然相比工业企业数据库，上市公司数据样本较少，但上市公司数

据的使用对本文的机制分析如下好处：其一，上市公司数据具有企业层面的雇佣结构信息；其二，上市公司数据不仅

包括制造业企业，还包括服务业企业；其三，能够从上市公司的服务业中区分出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选择上市公司数据来验证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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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后，企业雇佣的员工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内

产品出口额的增长。

表 9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的人力资本升级效应

变量

lncrp

Controls
Firm Effect
Time Effect

N
R2

（1）
master

0.2650**

（0.1206）
否

是

是

4450
0.8982

（2）
master

0.2825**

（0.1202）
是

是

是

4450
0.8992

（3）
bachelor

0.1207*

（0.0680）
否

是

是

5825
0.8713

（4）
bachelor

0.1284*

（0.0679）
是

是

是

5825
0.8723

（5）
junior

-0.1064*

（0.0629）
否

是

是

5759
0.7700

（6）
junior

-0.1054*

（0.0630）
是

是

是

5759
0.7699

（7）
under

0.0606
（0.1296）

否

是

是

3633
0.7107

（8）
under

0.0834
（0.1300）

是

是

是

3633
0.7119

注：表中 Firm Effect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下表同。

接着，本文检验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的生产效率提升效应。本文分别采用 OP 方法（Olley & 
Pakes，1996）和 LP 方法（Levinsohn & Petrin，2003）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并在此基础上

检验了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表 10 是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表 10 中列（1）—（3）汇报

了采用 OP 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后，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其影响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是采用

OP 方法估计的生产率，其中，列（1）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列（2）（3）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层

面和企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结果均显示，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

高。表 10 中列（4）—（6）汇报了采用 LP 方法估计企业生产率后，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其影响的回

归结果，被解释变量是采用 LP 方法估计的生产率，其中，（4）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列（5）
（6）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层面和企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结果依然稳健。因此，城市工业机器

人渗透推动了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表 10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的生产效率提升效应

变量

lncrp

City Controls
Firm Controls

Firm Effect
Time Effect

N
R2

（1）
OP

0.1414***

（0.0375）
否

否

是

是

12047
0.8853

（2）
OP

0.1288**

（0.0538）
是

否

是

是

12047
0.8885

（3）
OP

0.0687*

（0.0398）
是

是

是

是

12047
0.9392

（4）
LP

0.2144***

（0.0399）
否

否

是

是

11756
0.9174

（5）
LP

0.1380**

（0.0570）
是

否

是

是

11756
0.9199

（6）
LP

0.0629*

（0.0343）
是

是

是

是

11756
0.9710

综上所述，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具有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和生产效率提升效应，而人力资本的提

升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会进一步促进企业内产品出口额的增长。因此，本文模型构建中的理论传导

机制成立。

（二）异质性分析

上文检验了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对产品出口的整体影响。本文进一步从不同角度进行异

质性分析，以期得到更多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为了促进全国经济的均衡发展，中国多次提出东西

部协作战略，当资源流向中西部地区时，中西部城市企业的生产效率是否能够追赶东部城市的企业，

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中西部城市机器人渗透带来的影响是否也能够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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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城市一致；大量机器人投入使用必然造成就业市场的动荡，尤其对劳动密集型和中低技术行业而

言，机器人渗透是否会造成其大面积失业，是十分值得关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要实现共同富裕，就

要减少地区间贫富差距，考察机器人渗透对不同收入程度的地区间出口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因此，本文依据城市发展水平、行业技能水平、城市收入水平对工业机器人渗透的影响进行异

质性检验。

表 11 是分地区检验的结果，其中，列（1）为对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列（2）为对中西部地区的回

归结果。比较发现，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 1%，东部地区的产品出口额增长约 0.093%，中西部

地区产品出口额增长约 0.191%，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地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从样

本数量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工业机器人渗透度严重低于东部地区，所以，中西部地区工业机器人的

边际产出可能大于东部地区。

表 11 中列（3）（4）进一步将样本按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和中低技术行业以及高技术行业，具体

分类方法参照盛斌和马涛（2008）。列（3）是对劳动密集型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回归结果，列（4）是对高

技术行业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出口额受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影响

更大，可能的原因是，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后，主要挤出了低技能劳动者，而低技能劳动者主

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中低技术行业，这些行业的低技能劳动者被替代后，整体生产率水平可能提

高更多，从而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这些行业的出口影响更大。

劳动密集型和中低技术行业主要分布在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所以，如果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

对劳动密集型和中低技术行业影响更大，那么该影响在最低工资水平较低地区的影响也应该更大。

因此，本文进一步将样本分为最低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和最低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进行回归，表 11
列（5）列示了对最低工资水平较高地区的回归结果，列（6）则列示了对最低工资水平较低地区的回归

结果，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产品出口受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的影响较显著。表 11 的

结果说明：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提高时，主要挤出了城市内低技术行业的低收入人群，因此，城

市工业机器人投入增长时，要警惕结构性失业，尤其是工业机器人渗透对低技术工人和低收入群体

失业的影响。

表 11　异质性检验

变量

lncrp

FPD Effect

Time Effect

N

R2

（1）
lnamount

0.0925***

（0.0273）

是

是

5917917

0.8683

（2）
lnamount

0.1908***

（0.0622）

是

是

280263

0.8391

（3）
lnamount

0.1534***

（0.0325）

是

是

3507811

0.8573

（4）
lnamount

0.0896*

（0.0489）

是

是

536738

0.8654

（5）
lnamount

-0.0325
（0.0556）

是

是

3168793

0.8818

（6）
lnamount

0.1509***

（0.0338）

是

是

2780552

0.8597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东部地区人均 GDP
高的城市指人均 GDP 高于东部地区人均 GDP 平均值的城市。最低工资水平高的城市指最低工资水平高于全国最低

工资平均值的城市。

本文还研究了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对企业产品出口种类和出口目的国数量的影响，结果发现：

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时，企业出口的产品种类随之增长，并且，企业也更容易将产品出口到

“零贸易”国家或地区。①这些结论与现有企业异质性理论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企业异质性理论表

明，当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提高时，企业能够出口更多种类的产品，并且也更容易将产品出口到更多

国家。因此，本文的结论也一定程度上为现有企业异质性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撑。

①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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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工业机器人行业的发展是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代表。本

文从城市层面构造了中国工业机器人渗透程度指标，该指标同时考虑了城市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工业

机器人的冲击，从区域异质性角度反映了不同城市间的工业机器人发展水平，且该指标的变异程度

较大；本文采用“企业—产品—出口市场—时间”四维数据研究了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对企业内部

产品出口的影响，将中国工业机器人的相关研究从劳动市场拓展至产品市场。本文的研究结果说

明：一方面，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提高，挤出了城市内制造业企业低技能劳动者，但有利于高技

能劳动者的就业，因此，制造业企业的人力资本随着低技能劳动者流出、高技能劳动者流入而提升；

另一方面，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增长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最终，企业通过“降价提量”

的方式助推了产品出口额的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提高对低技术行业和低收

入人群的挤出效果更显著。

本文采用多维微观数据证实了以上结论，这些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中国城市工业机器人

渗透度提高降低了产品价格，企业通过“降价提量”的方式助推产品出口额的增长，由此可见，工业机

器人的投入对产品价格降低的效果整体上有利于企业采用价格竞争（降价提量）的方式占有国际市

场。企业之所以能够采用更低的价格参与国际竞争，是因为城市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改善了制造业企

业的人力资本，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这说明中国目前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政策方向值得

被肯定，人工智能仍能够释放大量的科技红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等一系列重要的政府政策规划均将以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技术保障

和核心驱动力之一，本文认为，中国未来对外贸易的发展也离不开人工智能对实体经济的不断渗透，

在经济发展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红利对内能够加速中国内循

环体系的完善、减轻经济发展动能不足等问题，对外能够推动中国制造的产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获

得价格竞争优势，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

虽然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整体上有利于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但现有政策实施在地方层面推

进和实施过程中，仍可能面临一些困难。本文的研究表明，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高时，劳动密集

型和中低技术行业出口额增长较快，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地区，由此可见，在一些劳动

密集型产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当地出口企业的推

动作用更大，但是，这些地区往往是工业机器人使用较少的地区，当地政府对智能制造的政策扶持和

投入力度可能也较小。比如，2011 年 12 月 30 日，国务院印发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
年）》，将“智能制造装备发展工程”纳入工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任务；2012 年 7 月 9 日，国务院又印发了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指出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成为

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随后，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和辽宁省等东部省份分别转发或出台了相应的

规划政策，其中，广东省出台的政策最多，且支持力度最大，而中西部省份中，仅有河北省出台了工业

设计奖管理办法等相关举措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由此可见，工业机器人渗透对制造业出口推动作用

较大的地区，可能并没有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创造智能制造的科技红利，因此，本文建议进一步优

化人工智能的行业生态环境，推动地区间协调发展，尤其在中西部工业机器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

最后，应该警惕的是，城市工业机器人的发展同时带了结构性失业问题，对低技术工人和低收入

群体就业冲击较为严重，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引导这部分群体再就业，缓解机器人行业的发展

带来的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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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劲等：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与中国制造业出口

Urban Industrial Robot Penetration and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s: 
Evidence from Multidimensional Data

YUAN Jin, LIU Qiren and ZHAO Ca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Summary： Robots are known as the “pearl at the top of the manufacturing crown”. The robot industry is not only a 
representative one on the road to becoming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but also a key one in promoting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become high‑end and intelligent. Existing studies have mainly explored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robots on China’s labor market， but have not examined the impact of robot penetration on intra‑firm product export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of the penetr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 in cities， which has important economic 
implications. This indicator takes into account both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ities and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robots. 
The larger indicator indicates that a city has a greater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is more exposed to exogenous shocks 
from industrial robots. Using the constructed penetration indicator of urban industrial robo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urban industrial robot penetration on the export of products within firms by adopting the four‑dimensional data of 

“firm‑product‑export market‑time”. It extends relevant research on China’s industrial robots from the labor market to the 
product mark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penetration of urban industrial robots increases， the export value of 
intra‑firm products in the destination market tends to increase， which is driven by the channel of “price reduction and 
volume increase” of firms. Specifically， a 1% increase in the penetr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 in a city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price of firms’ product exports by 0.050%. By lowering the price， the quantity of products exported by firms increases 
by 0.125%. As the “quantity effect” outweighs the “price effect”， the final export value of products in the overseas 
destination market increases by 0.112%. Thus， in general， the use of industrial robots is favorable to firm export 
performanc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on one hand， the increased penetr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 crowds out low‑skilled 
labor from manufacturing firms， but favors the employment of high‑skilled labor. As a result， the human capital of 
manufacturing firms rises with the outflow of low‑skilled labor and the inflow of high‑skilled labor.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owth of urban industrial robot penetr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firm production efficiency. Finally， 
through human capital upgrading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firms can achieve export growth through “price 
reduction and volume increase”. Further analyses show that increased penetration of urban industrial robots has a more 
significant crowding‑out effect in low‑skilled industries and low‑income group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illustrate that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robots on the reduction of product prices favors firms’ 
use of price competition （price cuts and volume increase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use of 
industrial robots has improved the human capital of manufacturing firms and increased their productivity. This indicates 
that China’s current policy direction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deserves to be affirmed， and AI 
can still release a lo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ividends. In addition， when the penetration of urban industrial robots 
increases， the export value of labor‑intensive and low‑ and medium‑tech industries grows relatively fast， and the export 
growth rate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eastern region. Therefore， in som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ere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a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and labor productivity is relatively low， the 
penetr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 has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local export firms. However， these regions tend to be areas 
where industrial robots are less used. Therefore， the industry ecosystem of AI can be further optimized to promote 
coordinated inter‑region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er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robots is relatively low， with a large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Keywords： Industrial robot； Penetration； Product Export
JEL Classification： D21， F14， R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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